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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鹿特丹规则》相较于其先前的《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更好地回应了新时代的需求，

作出了许多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有关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变化。在《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的责

任再次被加强，对承运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保护了货方的利益。《鹿特丹规则》结合实际发展，

对相关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有利于实践中的认定。本文结合实践背景阐述了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历史

发展和变革，以理解《鹿特丹规则》及其先前规则条文规定的价值取向，同时《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

责任制度在不同方面具有新发展。针对这些新发展对实践中各方带来的影响，从不同当事人的视角出发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制度的变化。《鹿特丹规则》尚存在着不足，但能对我国《海商法》的完善提供一定

的指引和完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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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Hague Rules”, “Visby Rules” and “Hamburg Rules”, the “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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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better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have made many changes, the most impor-
tant of which is the change in carrier liability systems. In the “Rotterdam Rul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arrier has been strengthened again, placing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carrier and further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argo party. The “Rotterdam Rules” combine practical development 
with new definitions of relevant concep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dentification in practice. This ar-
ticle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carrier’s liability system based on the 
practical backgrou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stipulated in the “Rotterdam 
Rules” and its previous rule provis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carrier’s liability system in the “Rot-
terdam Rules” has new developments in different aspect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se new de-
velopments on all parties in practic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parties. The “Rotterdam Rules” still have short-
comings, but they can provide certain guidance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Maritim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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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际货物贸易中，海运是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运输途径，选择海洋运输的货物商品总量占到了

运输商品总量的绝大部分比例。因此，涉及调整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关乎各国的利益。随着国际航运的

发展，新型的海运模式出现，航运中各方实力和利益考量发生倾斜，以往的公约条文需要更新和调整。

在《鹿特丹规则》之前有《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这三个公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规范了国际海运的法律关系，但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在当今逐渐暴露出不能满足新时代国

际海运的需要的缺陷。《鹿特丹规则》应运而生。 
与之前三个公约相比，《鹿特丹规则》中变化最大的是承运人责任制度。总体而言，从《海牙规则》

到《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的要求是越来越重的趋势。具体而言，《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主

体范围进一步扩大，责任期间延长，免责事由发生变化。这些变更从不同方面对承运人责任进行规制，

对货方和船方的利益平衡进行调整，贴合了海运模式不断成熟、航运技术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 
我国《海商法》于 1993 年颁布，至今已有 30 年的时间，其中很多条文已经脱离了实际情况。对于

《鹿特丹规则》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海商法》的完善，推动国内海运新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航运

地位。 

2. 《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责任制度新发展 

2.1. 《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责任制度新发展 

在 19 世纪中期，英国在国际航运业拥有着霸主地位，最先建立起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承运人责任制

度。英国产生了“公共承运人”的概念，也即从事海上件杂货运输的所有人，同时规定公共承运人除免

责事由外，在责任期间内应当对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责任。这是承运人责任制度的雏形框架。但在当时

由于“契约自由原则”盛行，实践中船货双方会私下达成一些减轻承运人责任的协议，对承运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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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切实落实。 
20 世纪初，有关国际海运的国际公约开始制定，航运大国们为了能在公约中巩固自己的有利地位，

纷纷呢积极投入到公约的制定中。1921 年《海牙规则》制定，其中对于承运人利益的保护非常明显。在

早期，由于航海技术不发达，航运的风险确实巨大，对承运人进行保护也是为了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海牙规则》中对承运人的过低要求造成船货双方有了实质上的不平等。《维斯比规

则》在《海牙规则》的基础上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在总体考量上仍然偏向承运人。《汉堡规则》

与前两个公约相比发生较大的改变，其成员国基本上为发展中国家，主要都是货主国。对承运人的严格

要求使得船方大国们少有加入，未承认《汉堡规则》的国家外贸船吨数占全球的 90%，因此事实上《汉

堡规则》陷入了形同虚设的尴尬局面。 
调整船货各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关乎重大利益和国际贸易、国际航运未来发展的博弈，要考虑船方货

方的实力、航运安全保障、损失赔偿、是否有利于交易方选择航运作为运输方式、现实可操作性等等。

不过由于今时不同往日，承运人在航运过程中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已大大增加，在大方向上，对于承运

人责任的加重是必然的。 

2.2. 《鹿特丹规则》中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发展 

2.2.1. 承运人的主体范围扩大 
承运人作为国际海运的主体，其定义和范围是至关重要的。《海牙规则》第 1 条规定：“承运人包

括与托运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的船东或承租人。”1《维斯比规则》与《海牙规则》的规定相同。而《汉

堡规则》第 1 条规定：“承运人是指本人或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2 可以看出，《汉堡规则》在实际承运人的基础上还对委托缔约承运人作出认可，扩大了承运人的主体范

围。 
《鹿特丹规则》则在第 1 条第 6、7 款新加入了“履约方”、“海运履约方”的概念。履约方可以视

为承运人的辅助人，在运输过程中履行或者承诺履行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下有关货物的一系列义务。海运

履约方需要满足以下的要素：第一，须在货物到达船舶装货港至货物离开船舶卸货港这一期间范围内；

第二，须履行或者承诺履行承运人的义务，该义务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约定的，以此为基础又形成了

海运履约方与承运人的辅助关系[1]。 
在日益细化和复杂的海上运输业务中，引入海运履约方的概念有益于确定事实上辅助了承运人履行

相关义务的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 

2.2.2. 承运人责任期间扩展 
《海牙规则》对承运人责任期间的规定为“钩到钩”，即“从货物挂上起重机的钩时起，到卸下船

脱钩时止”。《汉堡规则》进行了期间的延展，扩大未“港到港”，将货物到装货港至起重机的钩以及

卸下船钩至卸货港的时间也囊括在内。 
《鹿特丹规则》采用了更为广泛的“门到门”，在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承运人根据本公约对货物

的责任期间，自承运人或者履约方为运输而接收货物时开始，至货物交付时终止。”3 该规定不再以船钩

或者港口这种具体地点作为责任期间的起始终止标志，而是更强调承运人对于货物的实际掌管，要求货

物从被接收开始，承运人或者履约方就要对其负责。 
同时，《鹿特丹规则》在第 12 条第 3 款同意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接收和交付货物的时间和地点，先

 

 

1《海牙规则》第 1 条(a)项。 
2《汉堡规则》第 1 条第 1 款。 
3《鹿特丹规则》第 12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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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约中的“钩到钩”、“港到港”仍然可以适用。但整个责任期间的起始点不得晚于装货、终止点不

得早于卸货，否则该约定无效。这种软性规定给了当事人一个缓冲，对承运人或履约方的责任加强有循

序渐进的过程，也更能被各国所接纳。 

2.2.3. 承运人免责事由变化 
《鹿特丹规则》关于承运人免责事由的规定集中在第 17 条，共列举了 15 项免责事由。与之前的公

约相比，这些事由部分没有改动，部分做了修正，还新增了一部分。 
《鹿特丹规则》第 17 条第 3 款中，“(c)战争、敌对行动、武装冲突、海盗、恐怖活动、暴乱和民变”

首先将《海牙规则》第 4 条第 2 款(e)和(f)项的战争行为和公敌行为整合在一起，再新增规定了海盗行为

和恐怖活动行为，这是由于海盗猖獗，且区域武装冲突、恐怖活动频频发生。 
“(d)检疫限制：政府、公共当局、统治者或者人民的干涉或者造成的障碍，包括非由承运人或者第

18 条述及的任何人所造成的滞留、扣留或者扣押”对《海牙规则》中第 4 条第 2 款(h)项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和列举。先前公约中仅是简单规制了“检疫限制”，而经历过疫情的背景，这项免责事由在实践中的

重要性大大提高，有必要对相关的主体和行为细化。 
“(f)船上发生的火灾”，可以看出《鹿特丹规则》将涉及到的火灾限制发生在船上，这与承运人责

任期限扩展有关。之前的公约中承运人责任期限为“钩到钩”、“港到港”，因此即使免责事由中没有

限定火灾的发生场所，火灾也无疑只发生在在船上或者在港口的这段时间内。但《鹿特丹规则》对承运

人的责任期限扩大到了“门到门”，如果不限定免责事由中火灾发生在船上，那么非海运运输的航运或

者陆运发生火灾的话都可以援引这一条款，承运人的责任被大大削减，货方的风险陡增，对货方显著不

合理。 
“(h)托运人、单证托运人、控制方或者根据第 33 条或者第 34 条托运人或者单证托运人对其行为承

担责任的其他任何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增加了单证托运人、控制方以及两者须对其行为负责的其他人，

对于非承运人一方在运输中各个环节的疏忽或者行为有了更广泛的涵盖[1]。 
“(n)避免或者试图避免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合理措施”是《鹿特丹规则》新增的免责事由中最有特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环境保护是现在世界各国都热切关注的领域，承运人如果是因为保护环境造成货物

的迟延交付或者损失，可以免除责任。《鹿特丹规则》在条文中顺应了国际环境保护的趋势，具有相当

的先进性。 
《鹿特丹规则》中还删去了航海过失免责。航海过失免责是先前公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免责条款，

其主要设置目的是为了鼓励承运人开展海上运输，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在早期，航海技术不发达，每次

出行对于承运人而言都有着莫大的风险，因此公约向承运人设置了有利条件，即在航行或管理船舶中的

行为、疏忽或不作为。这种倾向承运人利益的妥协需要被废除，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船

舶构造和配备科学、船员专业素养高、海上探测以及海上通讯发达，如果继续推行航海过失免责，不但

会对货方造成不平衡，还可能会使承运人产生怠惰心理，对航海安全有负面作用。 

2.2.4. 承运人赔偿责任限制变化 
《鹿特丹规则》相较于之前的公约进一步提高了在单位限制赔偿责任方面的责任限额水平，更有力

地保护货方的利益。在责任限制地丧失条件方面与其他公约相一致。 

3. 承运人责任制度新发展在实践中的影响 

3.1. 对托运人的影响 

总体而言，《鹿特丹规则》中出现了有利于托运人的制度设计。就具体的责任承担和索赔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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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观地看出对托运人的影响。 
首先，由于多式联运运输模式地出现，《鹿特丹公约》规定了“门到门”的承运人责任期间，那么

对托运人而言其承担责任的风险大大降低了[2]。其次，承运人承担的是完全过失责任，这一点与《汉堡

规则》保持了一致。相较于不完全过失责任制，过失责任制使得托运人更有可能获得赔偿。最后，因为

公约新增加了“海运履约方”的概念，托运人在索赔时也可以向海运履约方主张，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

扩大，对于托运人而言索赔成功的概率和保障变大。 

3.2. 对承运人的影响 

如上所分析，现实条件的变化使得新公约在立法精神和目的上要减少对承运人的倾斜，承运人在目

前已经不再是弱势或者需要特别保护的那一方。 
承运人承担的是严格的过错责任，责任期间被延长，航海过失免责事由也被删除，对承运人赔偿责

任限额也有所提高。从这些方面来看，承运人需要更审慎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但是《鹿特丹规则》有张有弛，并非一味地对承运人进行限制。首先，在免责事由方面虽然删除了

航海过失免责，但也新增了如环保免责的事项。其次，对于责任期间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接收和交付货

物的时间和地点，是富有弹性的规定。《汉堡规则》正是由于在先前公约的基础上一下子削弱了太多承

运人的利益，导致航运大国们不愿加入。想要公约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加入和支持，必须循序渐进，

没有国家愿意在能维持自身莫大利益现状的时候作出改变。如何平衡托运人、承运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调节公约对承运人的影响是决定《鹿特丹规则》能否成为有力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规则的关键。 

3.3. 对航运港口的影响 

公约新引入的“履约方”概念将港口经营者纳入到了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明确了其法律地位和具

体权利义务。在公约中规定了承运人和海运履约方的连带赔偿责任，即如果货物毁损灭失且无免责事由，

货方可以向承运人以及任何一个海运履约方主张货物的损害赔偿。港口经营者拥有固定的港口经营住所，

被主张索赔的话有更大几率成功，但这意味着港口经营者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承运人的风险[3]。 
《鹿特丹规则》在当今新时代的意义还在于引入了电子运输、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等体现现代航运

要求的新规则，有利于海上运输行业的多样化发展。对于航运港口经营者而言，需要提升匹配新模式的

能力，发展适应新时代的港口物流业务。 

4. 《鹿特丹规则》对完善我国《海商法》的启示 

4.1. 我国《海商法》中承运人责任制度的不足 

从我国《海商法》颁布至今已有三十年的时间，其已暴露出一定的不足。《海商法》存在规定不明

确的情况，有些法律移植也与我国航运的现实不相吻合，造成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有些脱轨。随着我国

海上贸易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例如无船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责任的确定等问题，对此我国《海商

法》也没有做出规定。因此，我国《海商法》需要进行更新和修改才能不落后于实践和国际。 
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基本与《海牙规则》一致。对于前述分析的《鹿特丹规则》中的新发展，正

是基于和如《海牙规则》中的制度对比而得出。在承运人主体方面，《海商法》提出了实际承运人的概

念，对承运人进行了分类，但与《鹿特丹规则》相比没有给予辅助承运人的主体相应的法律地位。在承

运人免责事由方面，规定了航海过失免责和火灾过失免责，这在现在承运人实力显著提升的条件下不再

适宜。在赔偿责任限制方面，《海商法》的规定也较低。 
自从海商法颁布以来，国际公约以及串货各方的利益平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鹿特丹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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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为我国《海商法》的修正提供了契机[4]。《鹿特丹规则》是国际贸易以及海运业相关领域权威学者

和专家制定的，充分考虑到国际海运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在公约的具体内容中也引入了诸多先进的立

法理念，构建科学合理的体系规定。我国若想要在海运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套可以与当代

发展相配的法律制度[5]。 

4.2. 完善我国《海商法》的建议 

第一，我国《海商法》应当考虑引入“海运履约方”或者“海运辅助人”制度。这项制度将扩大承

运人的主体范围，不仅对于保护货方利益更加有利，还能将港口经营者纳入海运履约方或者海运辅助人

的范围，使其能够享有承运人的免责抗辩等权利，给予其合适的法律地位[6]。 
第二，我国《海商法》应当适当延长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根据《海商法》第 46 条的规定，承运人的

责任期间按照运输方式的不同分为：集装箱货物的运输责任期间为“港到港”；非集装箱货物的运输责

任期间为“钩到钩”。除此之外，还免除了承运人使用非集装箱运输时货物装卸前后这段期间内的责任。

《海商法》应当取消这一规定，并且适当延长承运人责任期间。 
第三，我国《海商法》需要调整承运人的责任基础。在制定《海商法》时，我国航运产业刚起步不

久，为了促进我国航运产业的发展，鼓励我国承运人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海商法》更重视保护船方

的利益，规定了 12 项免责事由。应当取消航海过失免责，这有助于督促和刺激国内航运公司提高自我竞

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为审慎地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鹿特丹规则》中新增加了恐怖活动、海盗行

为免责，在《海商法》中加入这些事项会更符合国际环境的需要。在《海商法》中纳入对海上救助的行

为必须是合理措施的规定，将有利于在共同海损方面均衡船舶及货物双方的利益。加入《鹿特丹规则》

对于环境保护的新免责也会体现出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第四，我国《海商法》需要适度提高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但是《鹿特丹规则》中的赔偿限额过

高，不符合我国国内的情况。应当综合评估我国国内航运情况、船方规模、运输货物性质价值等来制定

一个有所提高的限额水平。这样既能加大对于货方的保护，又不至于对船方造成过重甚至毁灭性的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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